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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其路径选择是必须被重视的问题。在借鉴世界主要

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根据国情探索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其内涵主要是: 因地制宜，以

大带小，强化大城市的集聚效应; 综合布局，点面结合，促进城市群的形成; 逐步推进，产业支撑，以城市

为先导梯度推移城镇化; 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上”“下”结合推进城镇化; 统筹发展，生态智慧，建立城

乡一体的生态智慧城市。该推进该路径的着力点在于，继续推进工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强教育以

及公民意识建设，加快土地制度等改革，扫清城镇化进程中的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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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自 1978 年的

17． 92%上升到了 2012 年的 52． 6%，以超过 1%的年均速度提升。城镇化率是连续均衡国民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整体标志，是产业结构变化等因果链条上的各种事件的综合体现。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在促进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与世界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比较落后，城镇化质量不高，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

国城镇化如何继续往前走，乃是整个社会十分关注的领域，对此，中共“十八大”之后我国明确提出了坚

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路径?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显得

尤为紧迫和必要。有鉴于此，本文共分四部分研究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首先研究城镇化的相

关理论，其次分析典型国家城镇化的路径，再次剖析我国城镇化即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最后提出我

国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中的着力点。

一 相关理论综述

城镇化研究由来已久，亚当·斯密、大卫·图等人都提到过城镇化问题。尽管国际学术界对城镇

化的研究己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各学科对城镇化的理解不同，迄今为止，“城镇化”仍然是一个

颇具争议的概念。Tisdale( 1942) 认为，城镇化存在三个层次级别的概念，包括城市理念和实践向外辐

射、城市行为方式等城市本质特性的强化和人口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Harvey( 1985 ) 认为，城镇化就

是资本的三次循环，即对生产和消费资料、基础设施和物质环境、科教文卫和福利三个层次的投入，并

指出资本第二层次的循环是城市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总的来说，城镇化是一个人口和非农产业向城

镇聚集的过程，是以市场为基础对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资源进行非农化配置的结果( 卢海元，2002:

13) ，是农业非农化、农民市民化、农村地域城镇化的发展过程( 冯尚春，2004) ，它不仅体现在城镇人口

比重这一“量”的指标上，还应有反映城镇功能提升的“质”的指标( 洪银兴，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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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推进路径的已有研究主要从城镇化的过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城镇集中度等方

面开展的。诺瑟姆( Ｒay M． Northam) 在 1975 年就指出城镇化进程呈现一条被拉平的倒 S 形曲线，不同

阶段城镇化发展速度不同，但在每个阶段中都伴随着人口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表现为人口迁移过程。

英国统计学家拉文斯坦 1889 年就提出了人口迁移七大法则，其中经济动机是迁移的主要因素。1966

年，李( E． S． Lee) 提出了包括原居住地因素等影响人口迁移的四个因素。由此，逐步形成了人口迁移的

“推拉力”理论( push-pull theory) ，说明人口迁移受农村内部推力和来自城市拉力的同时作用和影响。

刘易斯( Lewis，1954) 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

同时并存，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边际收益率高低所导致的，边际收益率高的工业部门不断吸收农业部

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为止。故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汉( Gustav Ｒains ＆
John C． H． Fei，1961) 进而建立了拉尼斯—费模式( Ｒanis-Fei Model) ，认为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

先决条件是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了农业剩余。托达罗( Michael P． Todaro，1969 ) 认为农村人口流入

城市是期望获得收益，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扩大是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Ｒonald 等( 1996 ) 发现，一

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随着人均 GDP、工业化、出口导向、外国援助等因素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农业重

要程度的增加而下降。除了上述理论外，舒尔茨( 1961) 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投资，形成了人力资本，迁

移发生与否，取决于迁移成本与效益的比较。

在城镇化推进路径与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结果都表明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城镇化带来集聚

经济。Henderson( 2000) 证明了城镇化与人均 GDP 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经济的发展在导致了

现代产业扩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带来了集聚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Calem 和 Carlino( 1991 ) 等发

现，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产生城市化经济，导致生产率的提高。Fogarty 和 Garofalo( 1978) 发现，城市化中

人口增加一倍，生产率提高约 10%。钱纳里和赛尔昆( 1998) 提出最初的城镇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后

来工业化对城镇化的贡献作用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在城镇化推进路径与城镇的布局方面，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中城市先集中再分散，同时也表

明城镇化不均衡，是一个梯度推移进程。有学者指出，城镇化有两个关键方面，一方面是城镇化本身，

另一方面是城镇的集中度。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等政府政策间接地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但城市集中度

则直接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助于降低城市的集中度。大量研究者，如 El-
Shakhs( 1972) 、Alonso( 1980 ) 、Wheaton 和 Shishido ( 1981 ) 以及 Junius ( 1999 ) 研究发现，在城镇化进程

中，随着人们的收入增加，城市的集中度先提高后降低。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许多产业集中到沿海

城市，此时城市集中度较高，而较高的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Davis ＆ Henderson，2003) 。随

着经济总量、人均 GDP、出口在 GDP 的比重等增加，以及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的首位度越来越低

( Ｒonald，1981) ; 城市也由集中度高到空间分散( Williamson，1965) ，处于前列的几个城市的增长将放缓

( Gaviria ＆ Stein，2000) ，但其他中等城市的增长不会放缓。

我国的城镇化相比国外发达国家来说开始较晚，城镇化程度也较低。国内学者针对我国的城镇化

路径做了许多研究，且基本上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而展开: ( 1) 城镇化空间格局方面。崔裴等( 2012) 认为

我国的城镇化路径应该是均衡城镇化，指出就地城镇化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但很多学者认

为我国的城镇化应该是非均衡城镇化，即集中城镇化。如陈庆利( 2005) 认为城市组团是非均衡发展的

一般规律; 王小鲁( 2010) 、安虎森等( 2005) 指出大城市化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城镇化路径的一种

政策选择，并指出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大都市区。( 2) 城镇化主体行为方面。叶剑平( 2009) 认为我国的

城镇化路径分为两种，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型，该种路径带来社会矛盾，具有不可持续性; 另一

种为农民以集体土地自主参与城镇化的自下而上型，但该种路径易降低城市聚集效应，导致土地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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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 3) 城镇化路径实现方面，分为制度动力、产业利益动力以及促进因素等层次。张永岳( 2013) 指

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完善户籍等制度等是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但以上路径研究

中，对城镇化动态的空间演化路径的探讨较缺乏，基于现有状况特点的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讨还不多，

统筹考虑各种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路径探讨也不多，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二 典型国家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分析

国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业已完成。美国政府一直奉行自由放任政策，政府调控的力度较弱，更多

的是依靠经济力量，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任由城镇发展和城镇建设按照市场需求推进。因此，美国推行

的是内生型城镇化模式。德国由于历史原因，推行的则是均衡城市化模式，大中小城市组成的区域城

市群分布均匀。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城镇化效果很好，表现出了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而巴西

等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的城镇化一个超前、一个滞后经济发展，表现出了失业、社会不稳定等社会问

题。本部分主要以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城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展的主要路径，从中不仅能了解典

型国家的城镇化路径，找出城镇化的客观规律，而且能够触类旁通，为我国的城镇化路径提供借鉴。综

合来看，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城镇化的主要路径及其特点为:

第一，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美国的城镇化以东北部向中西部依次铺开，推动城镇化的最显著因素

为工业化和交通网络的完善( 王旭，2006) 。工业化的发展，在工业化产业选择上先消费品工业后重工

业，提高了整体经济实力，促进了美国中西部城市经济的发展。上个世纪初日本城镇化开始之前，工业

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一带，城市也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基础。“二战”以后，在国际经济及外贸环境有利

的情况下，日本通过外资及技术引进，给工业部门提供优惠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工业的快速发展，

从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日本的工业化首先从大中城市出发，最后再逐步向外辐射到周围地区，同时

发展农村工业，鼓励工业向农村转移，实现农村工业化，推进农村现代化。德国于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

的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和交通事业的发展是其城镇化的两大动力因素( 邢来顺，2005) 。

第二，大城市集聚效应明显，城镇化高度集中。美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的

集中度也在提高，纽约一跃而成为全国首位城市，以及美国东北部经济核心区。在日本，大中城市吸纳

了农村产生的大量富余劳动力，城镇化发展较快，但发展相当不平衡，东京等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从

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城镇化。1962 年城镇化率超过了 60%，日本从国家层面上制定了战略，通过建立

新城，实施“增长极战略”，加强交通及通信设施建设，引导工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等措施来促进区域均

衡发展，缓解主要大城市特别是东京人口的增长。但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的集聚效应，相关措施

收效甚微，具有增长极的城市没有发挥作用，甚至发展更慢，因此，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认识和评估大

城市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发挥大城市的集聚优势。

第三，大城市先集中而后分散，形成大都市圈。美国城镇化率越过 50% 以后，城镇化趋势没变，但

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形成了以多中心为主要特征的大都市区。大都市区由 1920 年的 58 个发展

到 1990 年的 268 个，2000 年大都市区人口占美国人口的比重已达 80． 3% ; 郊区人口和产业增加，中心

城市也在 1950 年实行再开发运动进行更新。日本城镇化路线是以大带小，先向大城市集中而后分散，

形成大都市圈。为了管理东京的发展，在 1956 年以后日本多次制定都市圈发展规划，最终形成了现在

的分别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核心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大都市圈，导致了其城镇化具有先向大城市

集中而后分散的特点。日本的十大城市中有七个位于三大都市圈内，这里汇聚了全国近一半的人口。

德国城市的集中度不高，以中小城市为主体，这一点与美国、日本有差异，但城镇之间形成了分散却又

是人口最集聚的城市圈，德国的 11 个大都市圈聚集着德国一半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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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城镇化不平衡，呈现梯度推移，注重城市产业发展。美国由于工业化的不平衡，城镇化也不

平衡，东北部的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且工业城市占主导。19 世纪末美国的经济中心逐步西移，

依靠当地资源优势的中西部城市专业化程度日益加强，城市的兴起也在原有城市基础之上依次铺开，

城市在开发中处于先导地位( Ｒichard C． Wade，1996) 。日本重视地方小政府的功能，其小都市主要包

括遍布全国各地的人口在 3 万人到 10 万人的小市及町，许多都是包括三次产业在内的综合经济体，其

综合功能包括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等得到了重视和发挥。德国城镇化建设遵循“小的即是美的”原

则，其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每个小城镇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由此避免了空心

城镇化。

第五，完善的交通网络推进了城镇化。美国的交通网络是由运河、公路和铁路组成的，经历了 19

世纪上半叶的“运河时代”、19 世纪 30 年代后的“铁路时代”后，这一网络日益完善。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联邦政府就开始组织和资助一个全国性公路系统的建设，1921 年的《联邦公路法案》为各州的公

路项目提供了 7 500 万美元的配套资金( 格莱泽，2012) 。完善的交通网络有力地促进了人口和产业的

流动和分布。日本为了改善交通拥挤问题，采取了实施电气化、地铁化等一系列措施，增加轨道交通的

输送能力和开辟新线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德国城镇化过程中大力建设公路交通网络和便捷的城乡

公交系统，打破了各地区之间的封闭状态，为人口出行和资源流动带来了便利。

第六，农业现代化给城镇化提供了很大的推力。农业现代化促进了农业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美国就开始了“农业革命”，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人均

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不仅为城镇化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释放了大量的剩余

劳动力。1961 年日本颁布《农业基本法》，调整农业生产规模，培育大规模农场，使其完成了向现代化

农业的转变。

第七，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了推动城镇化的主体。日本和德国政府

对城镇化的调控都非常有力。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速城镇化过程中也遇到环境破坏、人口拥

挤、居住困难、交通不便等城市问题。对此，政府构建和完善了住房保障、城市规划、环境保护、遗产保

护、土地开发等法律法规来确保城市建设有序进行。这些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对国土进行合理规划，

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町( 镇) 村的合并( 其中 1950—1955 年村的数量由 8 357 个

锐减为 2 506 个，减少了约 70% ) 。德国对城镇规划、乡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也进行

了规定。德国联邦宪法规定，德国应追求区域的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并设立了团

结税来减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德国通过行政区的合并，使大城市周围的村镇合并到城市中去，推动

了就地城镇化。

第八，加大保障力度，降低迁移障碍，促进人口流动。日本不存在户籍制度的障碍，人们迁移自由，

日本政府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

动者的雇用保障。为照顾低收入人群，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德国和日本政府都建造了大量的经济

适用性住房、公营住宅; 加大了农业用地、农产品价格的保护，还适时放宽土地所有权流转限制，鼓励农

地适当集中。在城镇化过程中，为了增加迁入城镇人群的适应性，日本和德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教育，加

大教育投资，开展了多方位的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每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特点均有所不同。美国的政府调控力度较小，采

取的为自由发展型城镇化模式; 而日本和德国的政府调控力度较大，采取的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

其中该模式又分为大城市集中的非均衡的日本模式和均衡城镇化的德国模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

国和日本推行的是集中型城镇化模式，大城市在城镇化中占了主导作用，而德国推行的是均衡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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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模式，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集聚经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是非农业企业

区位的点状集积( 奥古斯特·勒施，2010，中译本) ，集聚经济成了城市形成的基础，贯穿了整个美国、日
本的城镇化过程，集聚经济和城镇化是具有累积性的因果循环过程( 见图 1) 。

图 1 集聚经济与城镇化循环累积因果过程

城镇化中产业发展体现了项目集群优势，集聚导致了城市体系。然后，城市梯度推移是城镇化进

程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导致城镇化逐步进行。无论是美国或是日本，都是具有区位优势的基础较

好的地区首先开展工业化，致使该区域城市快速发展，城市集中度变大; 然后城镇化又逐步向其他地区

推移，基础较好地区城镇化进行到一定程度，率先向周边蔓延，形成城市群、都市圈，整个国家内的其他

地区也相继形成城市群、都市圈。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交通网络的完善都为整个城

镇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纵观世界典型国家城镇化发展路径，其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 2 典型国家城镇化发展路径

因此，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给我们很多启示: 在城市空间格局上，要因势利导，进一步发挥

城市的集聚作用; 在城市体系上，要注重大中小城市的协同效应; 在空间发展演进上，不同区域应逐步、

协调推进; 在主体行为上，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在路径实现上，要清除城镇化的障碍，等等。总

之，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地域特色的城镇化推进路径。

三 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的选择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了 52%，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的同

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在新的时期，我国的城镇化必须克服以往的诸多弊端，选择适合我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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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从整体而言，我国目前的城镇化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在一些发达地

区的城市群的打造; 二是大城市以质量为重点的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三是以中小城市为主的集聚功能

的提升与完善; 四是直接与广大农村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小城镇的建设。我国新型城镇化路径的选择必

须因地制宜，结合上述四个层面而进行恰当的选择。

我国幅员辽阔，但发展不均衡。东部经济基础好，发展快，城镇化程度高，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的集中度也较大，集聚经济作用明显，现有的城市群正逐步优化提升; 我国也正在培育和壮大新的城市

群，城镇化呈现向中西部梯度推移的特征。可见，我国的城镇化路径与美国、日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集聚经济的作用，我国的城镇化应走政府调控下的市场推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但其发展路径与美国、日本、德国的路径会有所不同，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具有自身的特色。

第一，因地制宜，以大带小，强化大城市集聚效应。我国各区域差异较大，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

东、中、西三个地区在经济、资源及人口等方面差别明显，因此，对于不同地区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城镇

化。东部城镇化动力足，层次也高，更易实行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同步发展; 中西部基础差，较易实行

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我国的城市建设中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由来已久，但效果并不明显，

大城市仍然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纵观国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城市的集中度先高再低，先期高的城

市集中度对城镇化是有益处的，大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其集聚效益对于促进经

济发展、引领城镇化发展是不可忽缺的。因此我们认为，现有布局下仍然要合理地发展大城市，充分发

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承载力，由此来辐射、带领小城镇的发展。

第二，综合布局，点面结合，促进城市群的形成。我国应在现有城市布局的基础上，通过行政区划

的调整，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以及公共交通的完善，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和功能布局，形成合理

的大中小城市结构。在一定的区域内，不仅有中心城市所形成的“点”，而且还要有围绕中心城市的中

小城市形成的“面”，做到优势互补、点面结合，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使之经济紧密联系、产业分工与合

作，交通与社会生活、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相互影响，并在更大范围上由多个城市群形成经济圈。

第三，逐步推进，产业支撑，以城市为先导，梯度推移城镇化。我国应借鉴美国、日本的城镇化梯度

推移的经验，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我国东部经济基础好，中西部基础薄弱，应有针对性地

引导、推动产业向中西部辐射。产业辐射过去了，城镇化的动力才会足，进程才会快。对此，应在中西

部地区原有城市的基础上依次铺开，使这些城市在城镇化中处于先导地位; 同时充分挖掘中西部地区

的本地资源，使之与一定的产业相结合。这样有了产业支撑，依靠产业动力来推进城镇化，就可以避免

空心城镇化以及去农村化。

第四，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上”“下”结合推进城镇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还存在着城乡二元结

构及严重的城乡分割，现有体制下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性差，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权利和发展机会不

平等，这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阻碍了城镇化的推进。要使城镇化建设顺利推进，应将政府“上”的政

策手段和民间“下”的市场力量有机结合。政府必须发挥引导作用，合理规划，消除城镇化的障碍因素，

引导产业合理转移，统筹城镇化发展资金; 同时在城镇化中要去行政化，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使市场机

制发挥主导作用。

第五，统筹发展，生态智慧，建立城乡一体的生态智慧城市。城镇化必须是城镇和农村统筹发展，

既充分发挥农业作为城镇化的基础动力作用，也充分发挥工业化作为城镇化的核心动力作用，从而促

进城镇和农村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这样既可以释放农业中的富余劳动力，又能够给工业发展提供充

足劳动力，使工农业经济均有发展，有利于人口的转移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可持续发展中，还要节能

减排，集约节约，改善人居环境，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打造智能城市，使城市的未来朝着信息化、生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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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度智能化的方向前进。

综上所述，围绕上述城镇化的四个层面，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如图 3 所示。

图 3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

四 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的着力点

对于上述路径，必须找出其中的着力点，这样才能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从新型城镇

化的动力及新型城镇化的促进因素入手，结合“推拉力”理论，根据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我国新型城镇化

推进路径的着力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续推进工业化，实行新型工业化。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城镇化的核心动

力。国外经验表明，城镇化往往是从工业化比较成熟的地区开始的，这也是推动城镇化良性发展的重

要因素。因此，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我国要继续推进工业化，但要注意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推进结

构优化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加大创新，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的发

展，不仅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产生集聚经济，给城镇化创造物质基础，而且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强化了

“推拉力”中的“拉力”，促使人口进一步由农村向城市迁移。

第二，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工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经

济发展较快，但总体来说，仍然存在着农村各项经济社会事业投入以及农村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的现象，

导致工农业产品存在有扩大趋势的剪刀差，农村经济落后和分散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劳动力，同时也

抑制了城镇化的进程。因此，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就要提升“推拉力”理论中的“推力”: ( 1) 加快土地流

转，鼓励农地集中。目前，农民小农意识和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等因素的存在，降低了土地供给一

方的积极性，而且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土地的零散细碎化以及过窄的融资途径等因素的存在，还挫伤

了土地需求方的积极性，再加上由于交易市场的滞后等所导致的外部支持体系的不完善，致使土地机

会成本不断加大，边际效益也越来越小，土地的效率难以提高，土地资源无法优化配置。因此，推进新

型城镇化，需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对分散的、空心的村进行合并，鼓励分散的

农地适当集中，培育农地的规模化经营。( 2) 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在条件成熟地区有步骤

地引导工业向农村辐射和转移，工业一般都会趋向在区位条件相对好的小城镇发展，这些小城镇往往

会发展成为工业的集聚地，从而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向其集中，并进一步促使这类城镇投资环境和生活

环境质量的较大改善，条件成熟时可以强镇扩权，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要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
态、安全的要求，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强化基础设施和物质装备条件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

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三，以人为本，扫清城镇化进程中的障碍。城镇化进程中应保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畅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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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优化配置，因此，必须以人为本，扫清城镇化进程中的障碍。( 1) 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

化。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摒弃土地城镇化，推进人的城镇化。为此，要加快户籍制度和教育

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市

民，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一方面仍要规范北京、上
海等特大城市人口的流入，合理引导人口的分流; 另一方面要加大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等的投资，提升

人口的吸引力和容纳力，逐步放宽、消除大中小城镇的人口进入限制。这样才能提升城镇化投资效率，

提高城镇化质量。( 2) 做好城镇规划，优化城镇间交通网络。在这方面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发挥政府

主导作用，事先做好发展规划; 要坚持规划约束，着力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加大监督执行的力度，切实发

挥规划的长远指导作用。( 3) 提高城镇居民及未入城人员的保障力度。目前，我国的商品房价格居高

不下，成为了制约人口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提高了城镇化成本。因此，一方面我国应拓宽保障房范

围，强化保障效果，把一定形式的企业集资建房等纳入到保障房范围，增加保障房的供给量; 另一方面

应扩大保障房的覆盖面，对接不同的保障人群。对未入城人员要切实保障好他们的权益，提高农产品

价格，加大生活、生产支持力度。

第四，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提升就业体系。城镇化进程中人力资本素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

会将产生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涌进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但由于很多农村迁移者

知识技能少，迁入到城镇所做的工作往往比较低级，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迁移的积极性。因此，要提

倡全民继续教育，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及城镇中流动人口的教育支持力度，加大教育投资，加强技能培

训，多渠道提高迁移者的素质，增强其在城镇中的适应性，进而实现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还要提

高迁移人口的就业概率，建立就业信息发布平台等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

第五，实行节能减排，建设智能、信息和生态城市。新型城镇化的方针原则是集约智能、绿色低碳，

因此，应走集约、智能、生态的发展道路。为此，要摒弃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强化土地的集约，充分

利用土地资源，进一步开发利用地下空间; 运用通信、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技术，融合集成，建设管理科

学、高效优质、使用灵活的智能化城镇; 进一步发挥绿色产业的作用，节能减排，发展低消耗、低排放的

产业，推动绿色农业、绿色经济等产业的兴起，让绿色低碳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和城镇化的驱动力。

第六，加强公民意识建设，促进城镇文化嬗变。城镇化、城镇文化、城镇人三位一体，互为存在和发

展的前提。新的城镇文化的出现，不仅是新城镇和新城镇人之间的介质，也是新型城镇化本身的培养

基。城镇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形态、制度文化形态和精神文化形态，其中，精神文化是以生活方式、价值

观念、习俗、信仰等方式存在的深层文化形态，通过潜移默化来规范和支配市民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

式，因此，城镇精神文化是城镇文化嬗变的最本质内容。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确保文化的不迷失，这样才

不会引发某些社会问题，才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为此，必须加强公民意识建设，强化对公民的秩

序意识、社会公德意识等思想领域的教育。只有这样，人们的思维、意识和观念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才

能与社会的快速转变相一致，从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 责任编辑 施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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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had complicated relations． The agreement and contradiction coexisted． Vari-
ous participants played the“polyphony”of the theme of Great Leap Forward while some were“out of tune”．

Keywords: Shanghai，Great Leap Forward，housewives，industrial production

Fan Wencheng and th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by ZONG Yun)

Abstract: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itnessed the overall transplant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Fan Wencheng who copied the system． Before Manchu government’s entering
Shanhaiguan，Fan Wencheng，authorized by Hong Taiji，built schools and held imperial examinations under
the regime of Manchu government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recover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After the government’s entering Shanghaiguan，Fan Wencheng’s view that“if the hearts of li-
terati and officialdom are won，the hearts of common people will be gained as well”was deeply approved by
the Emperor． While implement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Fan Wencheng worked as the chief exam-
iner of;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for three times and put forward many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bout im-
prov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referring to the practic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eason why Fan
Wencheng became a promoter of“copy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s obviously related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 and his knowledge about Han culture，but more
profoundly is due to the Emperor’s policy of winning Han intellectuals over and alleviating contradictions a-
mong different peoples．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imperial examination，Fan Wencheng，transplantation of a system

The Path to Promote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 by ZHANG Yong-yue ＆ WANG Yuan-hua)

Abstract: At present，China’s urbanization has entered an accelerating stag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choose an appropriate path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Drawing upon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China should probe a path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ccording to her own condi-
tions． The path is to strengthen the large cities’agglomeration effect，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city agglomer-
ations，promote urbanization gradually with the support of industries and under the drive of the market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and eventually establish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ecological smart cities with co-
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main measures are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accelerate land reform and clear the
obstacles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Keywords: urbanization，new-type urbanization，aggomerative ecimimy，promotion path

A Study on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in Ｒural and Urban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Path Choosing from a Supply-demand Perspective ( by YU Ji ＆ YU Ji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China’s basic public service i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has shifted from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o the more complex urban-semi-urban-rural trinity struc-
ture． The study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and focus on the common and different needs of three heterogeneous groups for public service，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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